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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

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

秦立志

　 　 【内容提要】 　 关于崛起国面对战略透支风险时选择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动

因，作者提出了窗口预期这一核心研究变量，它同时涵盖对过去的历史类比经验、对现

状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未来前景的损益评估。 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包括战略动机、地缘

政治地位、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攻防平衡四要素。 如果形成损失偏好的消极窗口预

期，就会产生沉没成本、夸大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的共同作用，进而强化风险

承担决心，诱发螺旋模式的冲突升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形成收益偏好的积

极窗口预期，则更可能导致风险规避，出现相对稳定的威慑模式，跨越“奥古斯都门

槛”。 风险规避和风险承担都只是应对策略而非实际结果，这源于国家间的战略互动

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对 １８７１—１９１４ 年的德国和 １８９４—１９４１ 年的日本应对透支风险

的选择动因分析验证了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和战略影响：即使缺乏客观的进攻优势、
没有明显的防御弱点，国家仍可能由于消极窗口预期选择风险承担。 只有在大国战略

关系中充分权衡己方观念和行为所造成的系统效应，实现理性与克制的决策，才能减

少崛起进程中的战略透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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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大国崛起的理论与实践从来就不乏战略规划，成功的崛起战略必然要充分兼顾空

间与时间变量。 如何获取更多的缓冲地带与更长的战略机遇期是崛起国重要的战略

关切。 在重大历史时刻，崛起国究竟是应该选择风险承担（迎难而上）还是风险规避

（体面退却），是保持韬光养晦还是更注重主动出击，这是摆在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

面前的永恒主题。 法兰西第一帝国执着于征服欧洲的军事行动，谋求挑战英国的制海

权，错失了延缓和阻止英国构建反法联盟的机遇。 奥托·冯·俾斯麦（Ｏｔｔｏ ｖｏｎ Ｂｉｓ⁃

ｍａｒｃｋ）以足够的战略耐心推动了渐进式崛起的路径并获得成功，而威廉二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Ⅱ）放弃了以和平方式获得欧洲大陆主导权的战略机遇，陷入了体系大战导致崛起失

败。 如果阿道夫·希特勒（Ａｄｏｌｆ Ｈｉｔｌｅｒ）将德国发动战争的时间延后数年本可能有更

大的胜算。① 威廉二世与希特勒都试图压缩时间，以期提前实现战略目标，从反事实

推理出发，如果他们在既定的时间段里设定合理的战略目标，或者为目标的达成设定

合理的时间限制，战略效果可能会截然不同。

回顾历史，崛起国在面对战略透支风险时，往往选择规避风险而非承担风险，保

持目标与手段的平衡更有利于促进崛起进程。 但战略是一门艺术，存在高度的不确

定性，良好的战略意图与高明的战略计划不能保证战略的成功效果，缺乏理性的战

略也未必导致负面效果。 战略家无法超越历史迷雾，以绝对理性的视角看清所有潜

在选项所导致的确定后果，这意味着驱动国家选择风险承担或风险规避的窗口预期

可能是虚幻的。 对国家战略的考察应注重分析不确定性，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国

家战略都可能出现目标过高和手段不足的状况。 本文旨在解释窗口预期的形成机

制及其对战略透支的影响。 笔者将窗口预期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发现消极的

窗口预期会增加战略透支风险，积极的窗口预期会带来风险规避。 既有研究大多将

窗口预期作为自变量解释战略透支的形成，本文对窗口预期分别进行了因变量（形

成机制）与自变量（作用机制）的系统研究，考察窗口预期的战略可塑性及其与战略

透支风险的关联性，揭示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安全困境的必然结

果，进而建立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与战略理论的联系，加深对崛起国战略选项的形

成动因分析。 此外，本文汲取大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历史经验，识别对手国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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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３ 页；Ｊ．Ｆ．Ｃ．富勒著，胡毅秉

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与战术》，台海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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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互动趋势的战略预期，为战略透支风险的早期预警与风险管控的应对策略提

供启示。

二　 已有解释及其不足

已有文献对国家选择风险承担或风险规避的窗口预期诱因分析可概括为三个层

次：一是体系因素。 外部战略环境为国家提供了机遇和威胁预期，如国家看到宽松环

境提供的扩张机遇或者面临强敌入侵的重大现实威胁等高清晰度战略环境时，崛起国

会更少受到国内政治变量的影响而选择承担战略透支风险。① 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强调大国针对能力而非意图建立均势，如果国际体系没有维持

现状的国家，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② 他认为大国战略冒险的收益率很高，成功

的案例多于战略透支的情形。 只有面临跨越大洋的水体阻遏力量时，国家才应该采取

离岸平衡战略而非征服战略，以降低战略透支风险。 戴尔·科普兰（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指出，一个经济权力和潜在权力正在衰退却拥有短暂军事优势的大国容易发动体系规模

的战争。③ 斯蒂芬·范·埃弗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Ｖａｎ Ｅｖｅｒａ）认为，当国家预计现在开始一场战

争比以后开始一场战争有更好的结果时，国家更倾向于利用正在缩小的机会窗口进行战

争冒险。④ 孙学峰提出了由权力转移引发的“崛起困境”的概念：国家在崛起进程中面临

着既要维持综合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又要尽可能降低外部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⑤

二是国家因素。 杰克·斯奈德（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威廉

二世时期的德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的过度扩张行

为，指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及其“温泉关理论”、关于对手的“纸老虎意象”、关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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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参见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ｏｓｅ，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８， ｐ．１４６；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Ｂｉｐｏｌａ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 Ｎｏ．３，１９９６， ｐｐ．２９－８９；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１， １９９４， ｐｐ． ７２ － １０７；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Ｄｅａｄｌｙ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Ｔｒ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ｔｌｅｒ’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Ｅｒｉｃ Ｊ． Ｌａｂ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ｒ Ａｉｍ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Ｖｏｌ．６， Ｎｏ．４， １９９７， ｐｐ．１－４９。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３ 页；Ｇｌｅｎｎ Ｈ．
Ｓｎｙｄｅｒ，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ｓ Ｗｏｒｌｄ⁃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ｓｓａ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４９－１７３。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１１－５５．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８８—８９页。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４９—５２页。



生成的追随理论与“大棒理论”、对进攻优势所抱有的信念、关于采取预防性行动的

“机会窗口”的认识以及关于征服会带来收益的“黄金之国”战略观念盛行都与过度扩

张的倾向密切相关。① 杰弗里·托利弗（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Ｔａｌｉｆｅｒｒｏ）提出了“资源汲取型政

府”的概念，以 １９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殖民扩张压力所采取的不同战略

调整路径为例，认为国家制度、国内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会影响资源汲取或战

略动员的相对能力，因而面对相似体系压力却出现不同应对模式。 外部脆弱性程度要

通过国家内部变量的过滤才会对战略的延续或调整构成影响。② 格伦·斯奈德

（Ｇｌｅｎｎ Ｈ． Ｓｎｙｄｅｒ）用前景理论分析领导人接受风险和厌恶风险的倾向，损失预期可

能会让领导人采取冒险战略介入边缘地带冲突。③ 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

ｔｈａｕ）分析了国家战略偏好对冒险倾向的影响，指出当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维持现状

国家占有军事优势时，最容易爆发战争。④ 约翰·赫茨（Ｊｏｈｎ Ｈ． Ｈｅｒｚ）指出国家诉诸

成本和风险高昂的暴力行为是出于恐惧的缘故，陷入安全困境具有一种“宿命论式的

不可避免性”。⑤ 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指出，国家战略出现意图之外的

效果是因为各国行动及彼此互动的环境影响了互动结果。⑥

三是决策因素。 有学者将战略文化与战略心理作为分析变量，解释国家由于安全

担忧、军国主义或追求帝国荣耀而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⑦ 理查德·内德·勒博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ｄ Ｌｅｂｏｗ）提出假设：一旦荣誉和地位成为核心问题，领导者便愿意承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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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３—６９
页；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 ｓ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１， ｐｐ．５６２－５７４； Ｆａｒｅｅｄ Ｚａｋａｒｉａ，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ｓｓａ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１， １９９２， ｐｐ．１７７－１９８。

Ｓｔｅｖｅｎ Ｅ． Ｌｏｂｅｌｌ， Ｎｏｒｒｉｎ Ｍ． Ｒｉｐ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Ｔａｌｉａｆｅｒｒｏ，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９４－２２６．

Ｇｌｅｎｎ Ｈ． Ｓｎｙｄｅｒ，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ｓ⁃
ｓａｙ，” ｐｐ．１４９－１７３；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 ２０４—２５５页。

汉斯·摩根索著，徐盺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７６—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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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的风险诉诸战争。① 乔治·凯南（Ｇｅｏｒｇｅ Ｆ． Ｋｅｎｎａｎ）认为历史上频繁受到外敌入

侵孕育了苏联传统的不安全感，使其选择扩张来减少入侵危险。② 罗伯特·杰维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解释了国家在战略互动中的过度反应心理：将敌人误认为朋友的代价

是极端惨重的；将朋友错当成敌人，代价则不会如此之高。 因此，决策者宁肯犯后一种

知觉错误也不愿因犯前一种知觉错误而招致危险。③ 他列出了容易诱发大国战略竞

争升级或反应过度的心理机制，包括认知一致、诱发定势、镜像反映、集团思维和知足

常乐（扭曲倾向）。④ 也有学者提出国家对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匹配度是影响风险

承担—风险规避决策的重要根源：如果战略制定与战略动员出现目标过高、手段不足，

既定战略目标在行动中不断实现扩张性收益就可能导致目标追求扩大化，以及在与其

他国家的战略互动中出现安全困境或冲突的螺旋升级。⑤ 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

Ｇｉｌｐｉｎ）认为，一旦进一步的变革与扩张在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平衡，维持现状的经济成

本比支撑现状的经济能力上升得更快。⑥ 查尔斯·克拉泽（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 Ｃｌａｓｅｒ）考察了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日本帝国的军备扩张案例，论证了物质和信息变量对崛起国战略目

标扩大化的影响。⑦ 杨原分析了战略互动进程中的对抗逻辑，提出如果霸权国的遏制

逆转了崛起国原有的乐观预期或者霸权国挑战了崛起国捍卫自身重大利益的决心，崛

起国会倾向于选择强硬和对抗性政策。⑧

即有研究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对地缘类属身份与风险承担的相关性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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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心国家，侧翼国家在规避战略透支风险方面具有更大优势。 如果说中心地带国

家的某些战略透支案例受限于强敌环伺和地缘挤压，那么位于侧翼地带的海洋国家在

崛起进程中为何仍可能倾向于选择风险承担？ “自我包围”和“过度扩张”的观点主要

适用于深陷陆疆安全威胁或陆上领土扩张诱惑的陆地强国；对海洋国家而言，只有当

它觊觎大陆征服或面临陆上崛起国的海上战略冒险行为时，才可能因螺旋模式出现地

缘空间的过度扩张。 这是由于海权力量活动范围的扩大不一定带来军备成本迅速提

升和外部制衡压力激增。

既有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空间与时间维度的结合。 核心地带竞争通常发生

在崛起国尚未获取体系主导权认可地位的时期，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权力地位上升持有

修正主义的进攻性战略偏好。 边缘地带竞争通常发生在崛起国与霸权国达成某种战

略均势之后，核心地带竞争在时间顺序上先于边缘地带竞争。① 这种时间位差效应有

待进一步探讨，如崛起国的风险承担决心是否会压缩对手国的窗口预期范围以及基于

时间维度的互动升级会改变双方的初始窗口预期。

既有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是相对忽略了窗口预期理论对于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不同

影响，对风险承担的成因分析不能局限于战争阶段，而是应该贯穿战略博弈的进程始

终。 本文列出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研究的三点特殊性。

首先，崛起国在战略思想的酝酿、战略计划的制订和战略行动的初期不太容易确

定自身是否出现透支。 初始阶段可能由于外部制衡不足、本国实力上升或被收益高于

资源损耗所掩盖的透支隐患，仍抱有暂时性损失会带来长远收益的乐观前景预期。 透

支被明确感知需要达到临界值，包括受限于资源内耗带来的观众成本和国内政治经济

不稳定、对前期沉没成本的关切上升和对未来收益预期下降以及由于其他强国愿意投

入制衡能力与决心提升所增加的行动代价。

其次，崛起国面临的体系制衡压力具有不确定性。 当体系中只有一个崛起国且崛

起国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缩小、同时两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实力差距在不断扩大时，

崛起国遭受的制衡压力较高。 如果崛起国以挑战霸权国核心利益为目标采取代价高

昂的冒险行为，那么霸权国会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制衡崛起国。 当崛起国数量众多、霸

权国实力衰落或崛起国采取低调扩张时，霸权国和其他大国可能对崛起国形成不制衡

或制衡不足。 即使崛起国面对明显的制衡压力，如果不做进攻性战略回应或采取战略

·００１·

　 窗口预期与崛起国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启示


① 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战略博弈信号有明显差别：超级大国在地缘政治核心地带的利益扩展会被战略

对手国解读为改变现状的重大进攻性信号，在边缘地区扩展利益则被解读为微弱的进攻信号。 参见姜鹏：《两极

竞争背景下的“边缘诱捕”战略及其效用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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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也可以规避透支风险。

最后，对战略透支的风险评估具有动态特征。 战略扩张并非必然带来透支，只有

当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才表明一项战略得不偿失。 霸权国陷入战

略透支的重要根源是对难以逆转的长期潜在权力衰退的担忧，国力下降限制了战略调

适的空间。 如果崛起国能够提升战略缔造能力，协调目标与手段的平衡性，就能及时

止损、降低透支风险。

目前学界既有研究缺乏对窗口预期概念的操作化，相关理论假设的适用范围、内

在逻辑和解释力都存在完善空间。 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历史层面剖析崛起国战略透支

的特殊性，从战略互动视角对深层原因与直接原因进行动态分析，探究由窗口预期引

发的决策过程与战略行动以及面对体系制衡的压力反馈如何生成威慑模式和螺旋冲

突模式。

三　 核心变量与解释机制

“战略的缔造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征，又涵盖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

力的过程。”①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包含战略动议（“集思广益”）、战略思想、战略计划、

战略行动、体系反馈和延续 ／调整现有战略等复杂过程，窗口预期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影

响贯穿战略进程始终，二者间存在因果机制。② 定性研究的理论必须讨论因素和机制

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试图通过时空约束，讨论窗口预期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崛起国应

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因果关系，构建有助于对相关历史案例进行过程追踪的理论

框架。③

（一）窗口预期的理论解析

对窗口预期的考察包括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指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在中

心地区（即地缘距离邻近崛起国且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博弈，时间维度指国家在“现在

行动”“未来行动”与“不作为”之间的战略选择。 当双方都陷入时间紧迫、空间选择有

限的悲观窗口预期时，彼此的窗口判断会由于互动进程进一步强化，本国的窗口预期

及相应行动的变化也会改变对手国的窗口预期。 当国家做出战略行动时，不论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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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次序；三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引发机制，即原因通过某种确定的机制导致结果的产生。 参见包刚升：《政治

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３５８页。
唐世平：《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９—５７页。



家是否反馈以及何种互动方式都会涉及成本投入；风险只有在战略行为得到他国的正

反馈 ／负反馈选择并在“升级冲突”和“让步合作”之间做出进一步选择的情况下，才能

进行影响效果判定。 简而言之，成本来自单边行为的付出，而风险指的是战略互动中

对手反馈带来的不确定性效果。 国家通常倾向于高估对手国进攻行为的蓄意性与修

正主义动机，却将己方的进攻性行动视为非本意的维持现状动机，这种错误知觉一旦

表现为损失厌恶的窗口预期，甚至可能让国家甘愿承担体系大战的悲剧代价，即选择

风险承担。

大国兴衰周期律意味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权力转移通常是零和博弈，但崛起国

挑战霸权国失败时也存在及时止损的调整期，因此战略透支与战略失败并不等同。

追求确定性是正确认知风险的阻碍：对确定性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知觉，这会容易

形成某种认知模式，不愿意接收那些与自身既有模式相悖的信息。 确定性决策是理

想情形，只有在双方权力差距过大、战略决心差异较小且没有第三方介入等条件具

备才可实现。 在不确定的战略环境中，必须区分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在风险已知

的世界里，包括概率在内的所有事物都是确定的，统计学思维和逻辑思维足以做出

明智的决策；但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事物都是已知的，无法通过计算做出

最佳选择。①

基于损失预期，国家偏好风险承担的意愿要强于收益预期下的风险承担意愿。 当

国家预期维持现状的防御风险非常高昂而消除威胁的进攻风险更为低廉时，国家选择

风险承担的案例并不罕见。 １７５４—１７５６ 年，法国预期英国未来会变得更加强大并将

阻碍法国在亚洲和美洲的经济竞争力恢复，进而威胁法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

位，这诱发了英法“七年战争”。 １８ 世纪末英法关系恶化加剧了拿破仑·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关于未来贸易环境的悲观态度，因此发起对英国的战略对抗和

在欧洲大陆的连年战争，最终让法国陷入严重的战略透支。 国家倾向于根据预期评估

面临的选择，采取风险承担行为以规避损失，选择风险规避行为以维护现状收益。②

风险规避也可能由于错失良机而蒙受损失，如位于体系中心地带的大国因处于难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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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格尔德·吉仁泽著，王晋译：《风险认知：如何精准决策》，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２２—５３页。
决策者会根据预期水平对各种战略选项加以框定，预期基于未来而不局限于现状。 如果过去的地位和

收益比现状合意，决策者会把此前最高收益时期作为参考点。 决策者将预期结果达到或超过参考点的情况视为

收益，而将低于参考点的情况看作损失。 在个体决策中，损失厌恶驱动风险规避，但群体决策的风险倾向并不是

其个体成员风险倾向的总和。 参见 Ｍａｒｋ Ｌ． Ｈａａ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１， ｐｐ．２４１－２７０；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 Ｂｅｒｅｊｉｋ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
ｒｙ：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４， ２００２， ｐｐ．７５９－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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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其身的体系环境或其他强国的“得寸进尺”而导致灾难性效果。① 研究窗口理论应

立足于风险未知的不确定性分析。 崛起国的战略环境评估需要权衡四个彼此相关的

要素：一是风险，如威胁增加或丧失权力、地位和领土；二是收益，如威胁减少或权力、

地位和领土扩大；三是战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如考虑威胁方的动机、能力和可信度；

四是战略行动失败的可能性，如考虑对立军队的相对实力以及盟友立场的可能转变。

在潜在风险比可能收益更高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战略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高于战略失败

的概率，那么风险承担仍是可行的选项。 从战略心理的角度而言，如果完全失败的可

能性足够低，那么即使有可能完全失败，也要追求可能的部分胜利，这需要战略决策者

借助经验和直觉来做出明智决策。

（二）影响窗口预期的主要变量

一国参与战略互动的窗口预期仅受到对手国行为的影响，而不受对手国的国内结

构或领导人性格的影响，因此考察战略互动层面的变量是首要的，国内政治过程分析

居于从属地位。 本文没有将领导人偏好、国内观众成本、战略文化和利益集团压力等

国内变量单独列出，而是在保持国家战略同质性的基础上，借助过程追踪法在案例叙

事中对国内变量进行辅助说明。 变量的选取标准有五点：（１）涵盖物质层面与观念层

面；（２）包括历史上大国战略决策的核心关切议题；（３）在战略互动进程中持续发挥影

响；（４）涉及理性与非理性因素；（５）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维度。 本文认为存在四个影

响窗口预期形成的核心变量，即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地位、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攻防

平衡。

１．战略动机

维持现状国家受益于现存模式，对之鼎力支持；修正主义国家在现存模式中处于

边缘和不利位置，因此反对延续这一模式。② 更具修正主义动机的国家对现状不满，

即使在实际安全状况相对良好的情况下，也会希望获取更多领土或势力范围。 综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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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ｃｋ Ｓ． Ｌｅｖ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 Ｖｏｌ．１３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３，
ｐｐ．２１５－２４１； Ｊａｃｋ Ｓ． Ｌｅｖ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７， ｐｐ．８７－１１２； Ｊａｃｋ Ｓ． Ｌｅｖｙ， “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２， １９９６，
ｐｐ．１７９－１９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Ｂｏｅｔｔｃｈｅｒ ＩＩＩ，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３， ２００４， ｐｐ．３３１－
３６２．

但在特定条件下，一个追求安全动机的国家也会推翻现状（如果更多地缘政治扩张会增加安全边界），并
且会重视进攻性手段升级（如果战争、军备竞赛、联盟对抗等会削弱对手国现在和未来进攻自身的力量），因此战

略动机不能单独解释国家的扩张行为。 具体参见巴里·布赞著，闫健等译：《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

际安全研究议程》，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２８８—３０１页。



述，战略动机可分为维持现状、有限修正主义和全面修正主义。① 维持现状的战略动

机相对不容易诱发风险承担行为，修正主义国家未必要使用武力来达到修正目标。②

维持现状国家主要关心如何保证安全并避免损失，对现状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则对如

何追求扩张性收益更感兴趣。 不安全的国家要比安全的国家更有可能卷入不断升级

的军备竞赛中。 愿意承担风险的国家要比规避风险的国家更倾向于加速“行动—反

应”过程。 崛起国的修正主义可能仅限于特定地区或专属领域，在其他地方和领域则

表现得像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如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人们很难确定纳粹德国的修正主义

究竟是地区性（征服欧洲）还是全球性（征服世界）的。

本文假设不论是现状偏好还是修正主义偏好的国家都可能受到安全困境影响，这

是因为现状偏好不拒绝成本和风险低廉的扩张，修正主义偏好也不排斥权宜之计的维

持现状。 罗马共和国通常被视为由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主导，但它的扩张在很大程度

上是受安全动机驱动的。③ 为了制衡哈布斯堡帝国统治全欧洲，瑞典和法国先后介入

三十年战争，其首要考虑是战略安全，其次才是霸权利益。 霸权守成国的维持现状战

略也可能以风险承担的方式实现，如 １９１４ 年英国对德宣战。 对维持现状的霸权国而

言，如果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中，那么维持现状也可能造成透支风险，这时最合理的是

适度的战略收缩；如果寻求有限修正主义的崛起国以渐进的和平方式改变现状，则权

力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风险。 如果崛起国的战略偏好是全面修正主义，就很可能因安

全动机而导致风险承担决心最大化。

当崛起国面临安全脆弱性但相信对手国持有维护安全现状动机时，它采取防御性

战略的可能性更大。 崛起国关于对手国动机的了解以及主观认为对手国如何了解自

己的动机会影响其对外部环境的威胁预期。 即使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战略，也可能是由

意图误判和安全动机驱动。 当崛起国的战略动机由修正主义主导时，崛起国愿意承担

与其他强国高强度对抗的风险。 如果对手国认为崛起国正在寻求修正主义战略，即使

崛起国是由安全动机主导，但其他强国出于安全动机或非安全动机，都会更倾向于采

取进攻性战略回应，传递恶意信号，进而形成螺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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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维持现状是指对现有的权力分配与国际秩序基本满意，有限修正主义是尽量谋求以风险规避的

渐进式路径来改变现状，全面修正主义是以风险承担的挑战路径来改变现状。 无论是有限修正主义还是全面修

正主义，都不意味着国家会放弃战略理性，趋利避害和成本—收益权衡是国家的基本考量。
宋伟：《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述评》，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第 ３３页。
罗马为了避免被埃特鲁斯坎人、高卢人和闪米特人征服统治，通过在意大利和西部帝国的征伐来实现自

保，不惜劳民伤财将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岛是为了消除安全威胁等消极目标，而不是为了获得海外属地等积极目

的。 参见布林哈曼著，刘智译：《罗马共和国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８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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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认为崛起国满足安全现状的思维定式会支持其做出使得良性战略关系

得以运转的政策。 如果基于国家战略信誉和双方互动的历史记忆让一国形成关于对

手国动机和意图的思维定式，也会对战略偏好产生影响。 无政府状态与权力转移不必

然带来安全困境升级，国际体系也并非始终支持冲突性战略。 当面临严峻的安全困境

时，国家倾向于选择进攻性战略而非防御性战略，而温和的安全困境可以缓解消极的

窗口预期，使防御性战略成为一国的最优战略。 战略动机会影响实现不同结果的收益

认知判断，外部安全形势既会影响实现这些结果的可能性和风险，也会影响它们的

价值。

２．地缘政治地位

无政府状态并不能描述某一历史阶段整个世界的全部图景。 近代国际关系史中

存在两个大国体系：一个是基于欧洲的，另一个是涵盖世界的。 然而，这两个体系的主

导权力是重叠的。 体系内部的权力基础、权力结构以及大国战略交互影响的方式并不

相同，对欧洲大陆体系满意现状的国家不一定满意海洋体系现状，对崛起国的地缘政

治诉求应兼顾全球和地区层面考察。 自哥伦布时代以来，海洋体系的无政府特征要远

低于均势平衡下的欧洲大陆。 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等海上强国的崛起使全球海

洋秩序变得更具等级制特征。 在近代欧洲大陆地缘格局的演进中，主导性的战略取向

是国家结盟反对区域陆权主导国。①

自希波战争以来，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围绕海权与陆权主导地位

的争霸贯穿人类历史。② 衡量地缘政治类属身份的重要标准是侧翼大国或中心大国。

地缘位置（岛国、边缘地带国家或心脏地带国家）并不能单独决定国家处于侧翼还是

中心的战略地位。③ 尽管历史上的边缘地带强国很容易陷入陆海并举的战略透支，但

即使缺乏有利的先天地理位置，如果其他权力中心远离本国，或者盟友众多、对手国制

衡能力较弱，也可以判定该国处于优越的侧翼位置。 侧翼的战略地位意味着相比中心

国家而言有更多的安全盈余和地缘战略方向的单一性，即海主陆从或陆主海从。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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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世纪，荷兰的贸易、金融和海军实力居全球首位，具备全球领导力量。 但随着法国的崛起，英国结束了

同荷兰的战略竞争并与之结盟，数次与法国交战。 法国大革命后，其他国家形成了针对法国而非英国的均势联

盟。 ２０世纪早期又形成了针对德国而非英国或美国的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是针对苏联而非美国。 ５００年
来的世界体系中几乎没有任何针对全球海洋霸权国的均势联盟出现，后冷战时代缺少对美国的硬制衡并非例外。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拥有海上优势，斯巴达享有同等实力的陆上优势。 雅典为了弥补陆权脆弱性

修建了城墙，斯巴达为了对抗雅典海权接受了波斯帝国的援助。 这是典型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
地理位置无论有利与否都属于战略的范畴，争取地理位置的任务需要战略布局。 大陆与海洋地理位置

的战略影响差异：陆上地势多变、战略选择灵活多样；海上策略受海岸线形态和航线的地理位置影响，选择有限、
空间限制较小、不受国家边境线的历史变化影响。



此，侧翼位置相比中心地带更不容易发生与多个强国正面交锋的地缘政治情景。① 侧

翼优势可能受到领土变更或权力转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英国在传统的欧陆均势体系

中被视为海上侧翼强国，但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让美国作为侧翼大国在

未来形成对英国的地缘政治威胁。 历史上成功崛起的侧翼大国大都既无强敌环伺，又

有侧翼位置赋予的决策时间优势，可以在大国竞争中待价而沽甚至后发制人。 近海的

侧翼地区优于陆上侧翼地区，俄罗斯在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和苏俄（联）

时期，先后受到蒙古金帐汗国、土耳其、波兰、瑞典、法国和德国的军事进攻威胁，需要

经过激烈的地缘竞争才能获得稳定的陆权侧翼优势。

陆权崛起国更容易陷入透支风险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陆上强敌环伺，陆

权崛起国出于安全动机或修正主义动机会同其他陆上邻国争夺陆地领土；二是为了实

现对海上霸权国的制衡、推进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型，陆权崛起国与海上霸权国的

军备竞赛、地缘政治对抗以及陆上安全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其资源汲取能力不足，陷入

海上战略透支。 由于陆地征服的成本高昂，限制了很多强国打破均势体系的意愿和能

力，大陆守成战略往往会选择风险规避。 海权国（尤其是岛国）由于水体的阻遏力量、

自身海军实力的强大以及离岸平衡手的天然战略地位优势而获得高度的安全感，通常

会驱使其选择风险规避。 但如果因错误知觉形成消极的窗口预期，就会出现下文讨论

的冒险案例。

成功管控透支风险的国家多数起源于侧翼地区。 位于中心地带的强国容易面临

两线甚至多线作战的地缘政治挤压；侧翼国家在崛起进程中享有更多的时间自主性，

将地处侧翼的和平红利转化为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② 尽管战略资源、

贸易流通、人口优势和市场规模等国家发展要素更多是分布在中心地带而非侧翼地

带，但整体而言，侧翼地区更有利于增加战略试错的空间。 奥斯曼帝国崛起于安纳托

利亚半岛的边缘，但从小亚细亚向东南欧地区的扩张出现了透支。 １８９８ 年的法绍达

危机让法国认识到不能同时与英德两国为敌，这为 １９０４年的英法和解铺平道路，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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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６８８—１７１３年，法国对抗奥格斯堡联盟与发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战略逻辑是一致的，法国担心如果

奥地利得到西班牙的全部继承权，就意味着法国可能会被势力强大的国家实施地缘政治包围。 英国和法国在

１７５６年发生冲突，双方都认为如果对方在北美占据优势，它自身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法国在 １７９２ 年发起进攻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受到攻击。 俄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动机之一是为了防御性地保护侧翼地区安全。
罗马崛起于希腊化世界的政治中心的侧翼地区；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是在当时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三

角地区构成的权力中心之外完成了政治和经济崛起。 １８—１９世纪的英国，在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基础上保持海

权优势地位。 作为欧洲大陆侧翼国家，俄国自北方大战战胜瑞典以来，通常只需应对一个地缘方向的威胁和挑

战，这有助于它实现了陆域蚕食和水域开拓，即使出现战略透支也能维持自保。 参见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程
卫平译：《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５０—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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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中心地带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３．经济相互依赖

既有的经济冲突、相对收益转化为安全伤害的可能性与意图等因素会影响经济前

景预期，具体可分为权宜自由主义与进步自由主义两种类型。① 当崛起国偏好进步自

由主义而非权宜自由主义的预期，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生存所必需的资源

和市场时，就会强化风险承担的决心。 拿破仑认为英国在资源基地、工业增长与国际

贸易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将使法国经济长期陷入萧条，因此不惜构建大陆封锁体系瓦解

英国的海上主导权优势。 如果不消灭英国，法国的经济增长就会被逐渐扼制，使其随

时可能遭到英国或俄国的入侵。 崛起国单方面对他国经济脆弱性依赖的上升会形成

贸易—安全困境。 当经济威胁的后果外溢、崛起国不得不在其疆界之外获取重要战略

资源时，对资源供给的威胁将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经济实力是维持相对地位的重要基

础，当崛起国与他国陷入冲突烈度很高的螺旋模式时，相对经济收益的变化会被视为

重大安全挑战。 当崛起国与他国的战略对抗程度较弱或合作关系升温时，崛起国对相

对经济收益的关切就会下降，对绝对收益的重视程度则会提升。 因此，经济相互依赖

对国家冲突与合作预期的影响会受到大国战略关系变动的影响。 经济相互依赖既可

能成为国家之间强化合作的催化剂，也可能成为敌对关系中威胁伤害对方的政治砝

码，经济相互依赖很难直接作用于冲突与合作的选择，而是要通过国家对整体战略安

全关系的评估，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
崛起国会评估和平贸易在未来潜在的总体预期价值与通过冲突打破贸易互动框

架的比值，②一国对未来贸易前景的预期会导致形成特定的窗口预期，如果怀有相对

乐观的贸易前景预估，认为其他强国将长期延续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市场，那么对贸

易的窗口预期价值将接近贸易利益本身的实际价值。 反之，如果崛起国预计未来的贸

易前景有中断或部分脱钩风险，那么贸易的预期价值可能为负，即接近贸易中断的实

际损失。③

如果崛起国面对的国际体系环境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盛行的经济紧张局面，崛
起国将坚持独立自主，确保贸易渠道多元化，降低本国经济对外部环境的脆弱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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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里根据米尔斯海默的概念做了引申界定：权宜自由主义主张不采取进攻性行动实现修正主义的经济

目标，进步自由主义强调通过更高成本的主动干预实现修正主义的经济目标。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

译：《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６０—１１１页。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３４－３５；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４， １９９６， ｐｐ．５－４１．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ｐ．３５．



程度，确保战略供应、进出口贸易、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会中断或失去，这可以在某

种程度上弥补与对手国贸易量减少造成的损失。 如果对手国认为崛起国敌对意图加

剧，则会强化经济遏制决心，更加逼迫崛起国为避免经济地位衰落而采取进攻性军事

战略甚至选择战争冒险。① 处于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双方会更加担忧贸易安全形势的

不断恶化，在各方面都比较谨慎，由此产生积极的贸易预期，进而降低发生军事冲突的

可能性。 但历史上的大国经济关系很少属于对称依赖。
４．军事攻防平衡

传统军事力量由陆军与海军组成，陆军力量的使用天然比海军力量更有风险，②

改变地缘政治形势的程度也更大。 军事力量有武力使用、武力威慑和象征政治三种作

用。③ 武力使用看似最容易导致战略透支，但是战略竞争往往从武力威慑和象征政治

开始。 威慑意味着迫使对手国选择让步，如果对手国的反馈是对抗，就可能导致威慑

失败与螺旋模式的出现。 象征政治的经典案例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美苏冷战的核

军备竞赛，核武器数量的激增已经超过了在地球作战所需，但双方的核力量增长是为

了表明不会投降的战略决心并作为政治谈判的工具。 探讨军备战略、战术与技术的影

响有助于区分进攻与防御的窗口预期。④

军备竞赛是安全困境的关键所在，它使个别国家追求军事安全或军事优势的政策

产生了违背初衷的效果。⑤ 历史上著名的军备竞赛案例包括 １８９５—１９０４ 年日俄军备

竞赛、１９０２—１９１２年英德军备竞赛、１９１１—１９１４ 年法德军备竞赛、１９１６—１９２２ 年日美

英三国军备竞赛、１８８４—１９０４年英法俄三国军备竞赛、１９２２—１９３０ 年英美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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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ｐ．１１．
这是因为陆军需要长时间驻守根据地维持常态化存在，陆上邻国众多的国家更是将消耗巨大的防御成

本；海军只需控制和守卫海上航线和交通枢纽，凭借机动性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实现海疆安全和经济战略目标。 海

军的全球投送要比陆军部署更少激发对手国敌意，海军外交能够带来政治和经济双重附加值。 参见赫尔弗里

德·明克勒：《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第 ５０页。
巴里·布赞著，薛立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６５页。
进攻方主要想知道反馈有多大效果，而非防御方是否会做出反馈。 军事手段的模糊性常常难以区分防

御意图和进攻意图，因为技术的持续压力、保持军事力量的维持现状行为和军备竞赛的挑衅行为往往难以分辨。
参见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第 ２８３—２８７页。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军事成果逐渐扩散到敌对国家。 从 １６８６ 年开始，法国地位的恶化程度比路易十

四的预期还要严重。 它可能产生两种作用：降低或提升风险承担决心；对战略透支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ｒｅｂｓ，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１６１， Ｎｏ． ２０５， １９７９， ｐｐ． ４８９ － ５１１；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 Ｇｌａｓｅｒ，
“Ｗｈｅｎ Ａｒｅ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ｕｂ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４，
２００４， ｐｐ．４４－８４；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ｙｄｄ，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ｗ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０， ｐｐ．２２８－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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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英德军备竞赛、１９５７—１９６９年美苏太空竞赛。①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受

威胁的国家会建立针对侵略者的均势，构建一个防御占优的攻守平衡将增加征服难

度。② 国家有时会因为战略优势有限或损害经济发展而限制防御开支。

如果一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衰退而经济力量非常强大并处于上升期，仅通过加大军

费投入就能够抑制军事力量的下滑趋势，该国就不大可能陷入负面的窗口预期趋势。

当进攻占优时，国家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式的扩张和防御性扩张。 军事进攻占优具有

一种自我约束的效应，它使现状国在反对侵略者方面更加紧密地合作。③ 现代技术对

窗口预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一个武器系统从概念到真正部署需要很长时间，国

家不得不在能够了解武器投入使用时的实际军事与政治环境之前做出关于未来军事

部署的主要决策。 这在冷战以来的军事技术发展和大国博弈模式更新的国际形势下

更具参考价值。

军用和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④这种区分难度增加了军备竞赛的烈度和

趋势焦虑。 大多数军事工具既可用于进攻目的，也可用于防御目的。⑤ 任何国家都很

难区分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是用于防御还是提高进攻能力，本国通常立足于最坏结

果来调整自己的军事措施。 军备动力是指国家获得武装力量并改变已有武装力量的

数量和质量的所有压力的集合。 军备动力可以表现为逐次减弱、保持、竞争（逐次增

强）和军备竞赛等不同程度。⑥ 保持可以升级为竞赛，而竞赛也可以减弱为保持，即军

备发展的正反馈与负反馈可以互相转化。 相互预期的“反应”将军备动力与技术革新

的总体过程紧密相连：如果进攻具有支配作用，相对较小的军事衰落就意味着从优势

到脆弱的衰退；如果防御具有支配作用，实力对比变化在侵占领土的能力方面产生的

变化较小，所以对的政治力量产生的影响也较小；如果一国在潜在的窗口预期中无法

知道自身是领先、落后还是与其对手国相等，或者不能确定是否可以通过先发制人的

预防性战争来扭转不利局面或扩大优势局面时，国家可能选择“时间贴现（ ｔｉｍｅ 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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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Ｄｏｗｎｓ， 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Ｍ． Ｓｉｖｅｒｓｏｎ，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 １９８５， ｐｐ．１１８．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 ４１页。
国家增强军力的动机包括：资源具有累积性、自卫更加困难、国家更期待战争、战争的初期阶段更具有决

定意义、国家把用于防御的军事资源转为用于进攻、国家更严格保守军事机密、国家间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更少。
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第 １６２—１６３页。

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第 ２６４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 Ｇ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ｒｎ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ｅｎｓｅ⁃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Ｃａｎ Ｗｅ Ｍｅａｓ⁃

ｕｒｅ 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８， ｐｐ．４４－８２．
巴里·布赞：《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第 ９３—１０２页。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①使其与对手国的战略博弈从威慑模式转为螺旋模式。②

受攻防区分与攻防对比的影响，大国推进防御性安全战略的概率从大到小的条件

依次是：预期进攻与防御战略可区分且防御占优、进攻与防御不可区分且防御占优、进

攻与防御可区分且进攻占优、进攻与防御不可区分且进攻占优。 成本与持续的时间直

接相关，当冲突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由于长期的冲突将消耗对手国更大的成本，即使最

终胜利被视为可能，威慑依旧有效。

当进攻性武器占据上风时，威慑很可能会失败；当防御性武器占主导地位时，威慑

才有可能会成功。 在危机中，决策者将在预期政治目标的价值与实现这些目标所进行

的军事行动的风险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一个潜在的进攻方愿意承受多大的军事风

险直接取决于持续和平所带来的政治代价。 风险只能降低而不能完全消除，决策者必

须权衡和平的政治风险和冲突升级的军事风险。 决策者面临三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

择，在军事战争中表现为消耗战（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闪电战（ ｂｌｉｔｚｋｒｉｅｇ）和有限目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ｉｍｓ）战略。③ 崛起国在承担战略透支风险时，通常预期的是闪电战或有限目标战略，

但当陷入战略透支时就变成了消耗战逻辑。
（三）因果机制

战略风险的模糊性会使国家很难清楚理解别国的利益和目的，从而使那些不关心

他国利害关系的国家由于疏忽大意而升级冲突。 战略目标是“行动—反应”过程中的

重要因素，但它给分析与政策行动带来巨大挑战，难以精准区分，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

应通常倾向于最坏打算，可能导致失去宝贵的合作机会。 如果对战略目标的假设过于

乐观，对手国可能将和解视为软弱，并寻求利用这种局势以制造冲突。 虽然国家可能

愿意接受某些让步以达成问题的解决，但是很可能担心对手国不仅不会同样做出让

步，反而会因此逼迫自己做出更大让步。 在极端情况下，寻求自我安全的国家可能会

相信进攻和扩张即使不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也是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 窗口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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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贴现”是指对事件价值量估计随时间流失而下降的心理现象，行为体倾向于选择风险承担。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ｅｅｎ， Ｈｅｒｍａｎ Ｇ．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 ａｎｄ Ｍａｄｓ Ｍｅｉｅｒ Ｊæｇｅｒ， “Ｄｅｃｉ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ｕｂｔ：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２， ｐｐ．２５８－２７０。

国家加强军备的原因是认为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威胁，军备主要是由外部因素推动，任何潜在的敌对国家

增强军事力量的行动，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威胁的增大，这使它们做出反应以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 如果军备发

展超过某个点，多余的杀伤力将使军事能力收益递减，然而由于象征原因仍然有吸引力。 如果防御非常强大，任
何一方都不能在一个宽广的实力对比范围内征服另一方，所以只有出现非常巨大的实力对比变化时才有政治意

义。 同样的战略目标（如维持现状）可能用不同的军事战略来完成（如进攻性或防御性的军事战略），而进攻性或

防御性的军事战略又可能以相同的军事能力执行。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阙天舒译：《常规威慑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１５—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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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路径依赖效果：行为体在时间 ｔ 表现如何，可能并不取决于其战略技巧与互动模

式，而是取决于其在时间 ｔ－１的位置，这是因为在窗口预期还没有锁定的早期阶段许

多可替代选择都是可能的。 一旦窗口预期塑造战略进程开始，其结果就是稳定的。①

窗口预期的时间维度具有双重特征：既会考虑到对未来的前景预期，也会涉及历史类

比经验带来的预期动力。 机会窗口是一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脆弱性窗口是一种

正在成长的防御性弱点。②

合作需要为外交创造时间，而窗口迫切需要快速行动。 长期窗口产生于均势

过程中的缓慢趋势，源于经济增长或军力扩充的不同速度。 短期窗口产生于能迅

速改变均势的行动，包括军事动员的部署。 窗口预期的时段越长，则影响强度越

低；时段越短，则影响强度越高。 相对长期窗口而言，短期窗口预期要求决策者在

有限时间内进行压力决策。 崛起国应对透支风险的主要措施是大战略调整，包括

微观的危机决策与外交决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体系结果和系统变迁。 当崛起国发现

未来行动要比当下行动面临的透支风险更高时，就可能因“两害相权取其轻”增加

风险承担的决心。

图 １　 窗口预期的时段与影响强度的关联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Ｘ轴表示窗口预期的时段，Ｙ轴表示窗口预期的影响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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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窗口预期是指形成长期—脆弱性窗口与短期—机会窗口的判断。 消极窗口

预期可能导致安全困境失灵，国家陷入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预期的反馈模式，逐渐从

不确定意图到确定彼此的修正主义意图并将敌意合理化，导致螺旋模式占据主导地

位。 此外还有三种程度不同的积极窗口预期：第一，当长期—机会窗口与短期—脆弱

性窗口预期占主导地位时，国家倾向于维持现状，等待未来时机。 这使得安全困境发

挥作用，国家间的这种困境由于第三方因素等擦枪走火的偶发性事件或者长期对抗从

低烈度进入高烈度（国际危机和战争等），最终可能形成安全困境模式下的风险承担

或风险规避。 第二，当形成长期—脆弱性窗口预期且没有短期—机会窗口时，国家会

选择维持现状。 这使得安全困境的影响强度下降，国家倾向于选择风险规避。 第三，

当长期—机会窗口预期生成且没有短期—脆弱性窗口预期时，国家受到安全困境的影

响最小，国家风险承担的决心与透支结果的出现可能性较低。 综上，当预期积极窗口

呈扩大趋势时，国家以接受现有国际环境和承认现状作为期望值，从而选择风险规避；

当预期消极窗口呈扩大趋势，国家以塑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修正主义偏好作为期望

值，从而选择风险承担。

表 １　 积极窗口与消极窗口的战略比较

窗口预期 积极窗口（风险规避） 消极窗口（风险承担）

战略意图 对维持现状的重视程度较高 对修正主义的重视程度较高

不安全感 较低 较高

战略互动预期 威慑模式 螺旋模式

军事战略 防御性 进攻性

对待困难任务的态度 憎恶 愿意接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战略动机是修正主义而非维持现状、对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相互依赖上存在悲

观预期、军事上形成有利于进攻的乐观主义时，国家将强化风险承担决心。 当出现变

量作用方向不一致的情况时，本文认为，战略动机是先验给定的，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变

量而存在，本身不容易发生变化。 其他三个变量是并列存在的，可能强化也可能弱化

原有战略动机的实际影响。 维持现状可能采取进攻性战略，修正主义国家也不一定排

斥防御性战略（如形势不利时的权宜之计）。 安全、利益、荣誉和复仇等战略动机一

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其他三个变量发挥基础性影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 地

缘政治地位是主导性中间变量，能决定窗口预期的大致方向。 军事攻防平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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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低于地缘政治地位，但要高于经济相互依赖。 如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地缘政治

地位担忧程度较低、满足大陆守成现状且认为军事上防御占优，即使存在悲观的贸

易预期及德国海军的劣势地位，也不会改变其相对积极的窗口预期。 如果发生经济

相互依存、军事攻防变量的逆向作用机制时，崛起国风险承担决心与战略对抗烈度

将受到影响。

图 ２　 窗口预期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窗口预期与战略透支风险的关联性分析

窗口预期带来的风险规避 ／风险承担选项与战略透支既有联系也有重要区别。 风

险规避有助于国家减少战略透支风险，但并不必然导致成功的战略行动；反之，战略透

支结果也未必是由风险承担引起的。 关于窗口预期对战略互动进程的作用应充分考

虑到系统效应，尤其是间接、中介性和滞后的效应。 两个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常常取决

于它们各自与他者的关系，互动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人们不能通过相加的操作（ａｄｄｉ⁃
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来理解互动。 结果无法从孤立的行为中预测出来，己方的战略依赖于

他者的战略，行为体的行为会改变系统环境，许多结果是非故意的，并不随意图而

来。①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风险接受与后来对日战争的透支行为一脉相承，而威廉

二世的战略冒险为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战略提供了历史参照。
应对战略透支的风险承担行为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窗口预期除了

考察双边战略互动外，还涉及第三方因素，即崛起国是否缺乏可替代性选择。 国家之

间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可替代性选择的多寡以及不同选择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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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收益权重。 替代性选择会受到每一方与第三方的关系现状和通过战略技巧可以

达成的潜在关系的影响，缺少替代性选择的崛起国会因为代偿不足提升风险承担决

心。 如果以战略透支后果是否出现作为判定风险规避 ／风险承担是否发生的标准，就

会把许多已经发生的风险规避 ／风险承担行为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在行为体有意识地对其他行为体做出反应并预测它们认为其他行为体行为之际，

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就发生了。 行为体很难评估自身战略对他者战略的敏感程度

和调整能力。 一国在战略互动中发挥影响，首先是通过战略行为影响他国的战略观

念，让对方的战略观念转化为战略决策与战略行动，进而对方发出的战略行动对己方

产生正面 ／负面影响。 崛起国进行战略输出时，应注意到本国的窗口预期与对手国的

窗口预期的共变性特征，即本国窗口预期的形成和影响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对手国原

有窗口预期的变化。 崛起国在消极窗口预期的影响下采取的战略行动很可能压缩对

手国的窗口预期范围，增加体系制衡压力，缩短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在多轮博弈中，本

国持续的不合作行为和敌意的合理化可能导致战略信誉的透支，增加未来外交妥协的

成本和风险。 希特勒判断出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奉行孤立主义和不愿介入欧洲大

陆安全事务的意图，但忽视了自身的战略扩张会改变美国的窗口预期。 由窗口引发的

透支风险通过缩小窗口而减小，也可以通过约束对冒险的预期来减小，一些悲观的窗

口预期通常是夸大事实甚至是虚幻的。

崛起国的窗口预期一旦形成，在战略实践过程中就会影响对手国在时间与空间维

度中的窗口预期。 窗口预期的作用机制在本质上由战略互动双方共同缔造。 崛起国

如果形成时间紧迫、空间有限的短期—脆弱性窗口预期时，也会压缩对手国的窗口预

期弹性，形成时间位差。 如要避免或缓解位差效应，就可能需要风险规避或对透支趋

势的及时止损。 当出现损失厌恶的窗口预期时，崛起国选择风险承担，意味着消极窗

口预期产生了沉没成本、夸大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①的共同作用机制。

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而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

的成本。② 即使边际收益日渐减少，国家对沉没成本的考量仍然优先于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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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虎涛、刘方：《从体制性吸纳到建制性协商———从托克维尔悖论谈起》，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１期，第 ７９—８４页。 “托克维尔悖论”是借助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提出的概念，即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

了，但他们的敏感度提高了，对平等的期望快速增加。 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ｒｏａ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２， ２００５， ｐｐ．１７７－１９０。

Ｈａｌ Ｒ． Ａｒｋ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ｌｕｍｅｒ，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ｕｎｋ Ｃｏ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
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Ｖｏｌ． ３５， Ｎｏ．１， １９８５， ｐｐ．１２４－ １４０； Ｓｔｅｆａｎ Ｒｏ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Ｌｅｎｎａｒｔ Ｓｔｒａ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ｎｋ⁃Ｃ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ｐ．９９－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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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机会成本、军备及人员投入和战时经济运转等）。 尽管可能失败，崛起国为了

证明前期战略投资的合理性，甚至会形成战略偏执继续升级前期的行为步骤。 这

种承诺升级意味着决策者持续地投入所需资源，为了挽回沉没成本（包括物质成本

和声誉）选择风险承担，尽管在这一进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并且持续投入的前景不

容乐观。

夸大威慑效果是指在安全困境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体系中，崛起国倾向于将对

手国的妥协让步视为己方威慑的成功，而非解读为真诚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战略示善

诉求。 上一次的威慑成功会让崛起国在下一次的博弈中更加具有进攻性，对手国也会

因为蒙羞或及时止损而拒绝妥协，这会让战略互动的双方都认为对手国采取了进攻性

现实主义的战略逻辑。①

“托克维尔悖论”是指当国家外部战略环境好转、崛起国出现安全盈余时，会激发

对未来更好前景的期望；但当战略地位的实际提升速度赶不上预期效果时，就可能对

现状不满。 崛起国真实或虚幻地认为本国当前行动的环境是最优的（未来会变坏），

认为稍微降低安全系数选择风险承担挽回此前损失，从而避免未来进一步受损也是可

以接受的合理选择。

窗口预期对国家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影响主要会形成“修昔底德陷阱”和“奥古

斯都门槛”两种大国政治的悲喜剧效果。 “修昔底德陷阱”包括“崛起国综合征”与

“守成国综合征”。② 由于崛起国与其他强国存在权力的不平衡增长未必始终有利于

自身，且联盟的分化组合、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一个崛起国可能同时具备这两

种“综合征”：相对于正在衰落的霸权国而言，出现崛起国综合征；相对于崛起更快的

国家而言，生成守成国综合征。 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后，会出现战略资源透支、战

·５１１·



①

②

唐世平著，林民旺等译：《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４６—１８７页。

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扩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多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就是

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 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
定定等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７１页；Ｏｒｉａｎａ Ｓｋｙｌａｒ Ｍａｓｔｒｏ，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９， ｐｐ．２５－４５；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Ｋ． Ｙｏｄｅ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ｎ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 Ｉｓ Ｒｅａｌ， 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
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ｐ． ８７ － １０４；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Ｊ． Ｍｏｏｒｅ， “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ａ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 ｉｎ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 ａｎｄ ７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ａ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９８－１１５。



略机遇期透支和战略信誉透支三重风险。 资源透支主要是目标过高、手段不足；①机

遇期透支是指让体系制衡压力提前到来并不断升级；②信誉透支是指外交谈判代价过

高、承诺缺乏可信性。③ “奥古斯都门槛”最初是指罗马帝国自盖维斯·屋大维·奥古

斯都（Ｇａｉｕｓ Ｏｃｔａｖｉｕｓ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起摆脱了盲目扩张阶段、避免了帝国内部自耗、迎来了

长期稳定的至少持续两个世纪的上升阶段，④即崛起国化解了战略透支风险，实现了

长时段的稳定崛起。 当崛起国与其他强国的互动模式是螺旋冲突上升，同时窗口预期

产生了沉没成本、夸大威慑效果和“托克维尔悖论”时，就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当互动模式由威慑逻辑主导，并且上述三种效应被缓解或规避时，就能降低风险承担

概率，跨越“奥古斯都门槛”。

四　 案例分析

为了实现对窗口预期理论的有效案例检验，本文选取的日本和德国案例满足如下

标准：第一，在仍然从体系现状中获益的情形下，选择从风险规避转向风险承担，既有

积极窗口也有消极窗口的案例表现。 第二，地缘政治特征的多样性，涵盖海洋性国家

与大陆性国家。 第三，在应对战略透支风险时都有及时止损的客观条件，但却因窗口

预期的变化，冒着牺牲既得利益的风险强行进攻。 第四，从积极窗口预期到消极窗口

预期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案例分析应适合过程追踪法。

（一）日本（１８９４—１９４１年）

从“黑船事件”到美西战争是日美关系的“蜜月期”，但随着美国推出“门户开放”

政策及其深度介入东亚地缘政治，日美冲突逐渐加剧。 日本挑战美国东亚政策换来了

美国持续增强对日制衡意愿（从“不承认主义”到石油禁运），双方的报复和反报复的

恶性循环最终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在 １９３６年年初谈判破裂之后的军力扩张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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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战略透支问题反映资源消耗与资源汲取之间的匹配程度问题，战略目标偏移与过度夸大对手国威胁和

抓住自身机会窗口有关。 参见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第 ５１、８２—
８３页。

战略目标的设定与战略行动的效果会受到时间维度的影响，当崛起国急于求成缩短战略目标的执行时

间时，就可能由于夸大外部威胁、机会窗口与突发事件的影响，导致冒险战略。 参见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

标》，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第 １—２３页。
阎学通将国际领导类型分为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认为不同的领导类型产生的战略信誉效

果不同，对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风险和成功概率具有重要影响。 参见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中
信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第 ３６—９３页。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第 １０１—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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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① 日本是以军事崛起带动经济崛起，美国是以经济崛起

带动军事崛起。 两国的侧重点有本质区别，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想是“门户开放”，而

日本是排他性的“大东亚共荣圈”。

１．风险规避与日本的有限扩张

日本在军部法西斯势力崛起以前，不乏风险承担行为，但在战争风险与高昂的军

备竞赛面前，以保存扩张性收益为底线，仍有起码的战略理性。 即使看到日美实力差

距难以逆转，日本也没有选择预防性战争，而是风险规避。 这既有日本自身的窗口预

期动因作用，也与美国对日战略的相对温和有关。 但日美两国在军事对抗与危机化解

过程中，也生成了对彼此的更多负面预期，并在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集中爆发。

首先，日本在甲午战争至币原外交这段时期怀抱有限的修正主义战略动机。 以佐

藤信渊（Ｓａｔｏ Ｎｏｂｕｈｉｒｏ）推出的《宇内混同秘策》为代表，日本开始寻求类似美国的门

罗主义。② 美国尽管拆解了英日同盟并制订了对日作战的“彩虹计划”，但整体上缺乏

在东亚以武力阻止日本扩张的决心。 日本寻求权力扩张来满足安全需要，在 ２０ 世纪

３０年代前相对注重战略克制。 美国对亚洲地区的态度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逻辑，

通过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日本在东亚大陆的扩张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

其次，日本对地缘政治地位的追求以不损害既得利益和战略安全为底线。 甲午战

争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战略冒险，当时佐藤铁太郎（Ｓａｔｏ Ｔｅｔｓｕｔａｒ）和铃木贯太郎（Ｓｕｚｕｋｉ

Ｋａｎｔａｒｏ）等海军军官都担忧与中国开战的毁灭性后果。③ 战争的胜利让日本进一步卷

入了与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地缘对抗。 美国对东亚的介入力度直接影响了日本方面的

战略判断。 面对日美两国在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层面的冲突因素，西奥多·罗斯福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通过“日美君子协定”、大白舰队对日本展开的海军外交和《高

平—罗脱协定》加以平衡解决。④ 日本既是抵御陆权威胁的缓冲与平衡力量，又是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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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ｕａｎ Ｇｒａｈａｍ， “Ｆｒｏｍ Ｍａｈａｎ ｔｏ Ｐｅａｒｌ Ｈａｒｂ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Ｎａｖ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８， ｐｐ．５１７－５２１； Ｄａｌｅ Ｃ．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ｐ．１７４．

克莱格·尼尔森著，宋世锋译：《珍珠港：１９４１，现代美国命运的转折》，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４０页。
约翰·查尔斯·史乐文著，刘旭东译：《“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１８６８—１９２２》，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９４页。
日本的扩张企图为后来日美两国对抗升级埋下伏笔：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１９１７

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地缘环境，日本领导层看到并利用了扩张窗口，违背了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 美国塔夫脱和

威尔逊两届政府采取了更具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 这些都加深了日美关系的安全困境。 日本在该时期的风险规

避与相对积极的窗口预期也隐含着后来冲突升级的助推变量。 参见五百旗头真编著，周永生译：《日美关系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５６—７６页；亨利·Ｊ．亨德里克斯著，王小可等译：《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美
国海军与美国世纪的诞生》，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２１—２２２页。



碍美国介入东亚的均势力量。 华盛顿会议赋予了日本西太平洋的制海权，缓解了日本

沿海地区缺乏缓冲国的困境。①

再次，日本通过合作加强相互依赖，影响对手国的窗口判断。 日俄战争的冒险没

有使日本战后对俄野心进一步扩大，反而开创了两国合作的时代。 １９０７ 年日俄缔结

航海通商条约，又签订条约尊重对手国领土完整和在中国东北“门户开放”原则。② ２０

世纪 ２０年代的日本迎来了以政党内阁和协调外交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和进步主义时

代，美国在威尔逊主义之后的战略收缩和对国际安全预期的变化减少了日本窗口预期

面临的紧迫性。 原敬内阁开启了对美协调外交，标志是 １９２０年确立的新四国银行团。

１９２８年的“野村报告”指出：美国不大可能阻碍日本和平进军中国的企图，否认了经济

决定论视阈下的日美必战论，这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Ｓｈｉｄｅｈａｒａ Ｋｉｊｕｒｏ）的方针完全

一致。③

最后，日本认为军备竞赛获胜的窗口渺茫，只有用国际条约控制日美军备发展进

程，才能规避战略透支风险。 英日同盟让日本可以选择放缓海军扩建速度。 但此后的

战争和危机让日本逐渐透支国力，１９２１年日本海军开支耗费了 ３３％的国家预算。④ 虽

然此时日本可生产在技术上与美英造船厂相匹敌的军舰，但在数量上难以追赶。 日本

战略界的谨慎战略观念认为：如果追求和实现海军扩军目标最终导致与美国无限制海

军军备竞赛，那么扩军永远不可能给日本带来战略安全。⑤ 日本试图开展“八八舰队”

计划与美国争霸，⑥但 １９１４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改变了日美两国的军事攻防对比，美

国两洋战略的联通减少了对日作战的地理距离障碍。⑦ 华盛顿体系有效地用一种同

时提高美国和日本安全感的方法代替了“安全困境”与零和博弈。⑧ 日美两国在新条

约的限制下都无力在太平洋地区发动一场跨洋攻势。 加藤友三郎（Ｋａｔｏ Ｔｏｍｏｓａｂｕｒｏ）

放弃了 １９０７年《帝国国防方针》的三项指导原则：７０％的比例、“八八舰队”和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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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本不满足与美国海军的条约比例，更多源于对地缘政治地位的荣誉和民族自豪感诉求以及寻求

与美英平起平坐的海军地位。
Ｎｏｒｍａｎ Ｒｉ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１８１４－ １９１４，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２， ｐｐ．３２４－

３２８．
以加藤宽治为代表的反对势力重申新马汉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 １９２３ 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坚持认为

“在中国市场的矛盾会导致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只是此时日本的和平方针还没有发生根本动摇。 参见麻田贞雄

著，朱任东译：《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４４—１４５页。
约翰·查尔斯·史乐文：《“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１８６８—１９２２》，第 ２２９页。
约翰·查尔斯·史乐文：《“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１８６８—１９２２》，第 １１页。
即不超过 ８年舰龄的 ８艘战列舰和 ８艘装甲巡洋舰以及充足的辅助舰只。 参见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

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 １９—５９页。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 １９—６３页。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 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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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假想敌。① １９２７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由于英美对立导致无果而终。 １９３０ 年

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使日美关系达到了顶峰。②

２．日本选择风险承担与过度扩张

自 １９２１年以来，西太平洋的战略局面已经因为空中力量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现代海权需要仰赖制空权。 苏德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向北扩张提供了可能性，但

日本准备坐等苏联在欧洲彻底被击败后再征服西伯利亚，选择了南下扩张。③

第一，近代日本扩张的战略动机包括对来自东亚大陆和西方列强的威胁认知

及“脱亚入欧”的使命感。 探究日本的安全战略传统，可以追溯至 １８９０ 年的山县有

朋（Ｙａｍａｇａｔａ Ａｒｉｔｏｍｏ）的意见书，他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概念，分析大陆

国家对日本安全保障的影响，为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提供了理论准备，④促进了

日本大陆帝国方向的地缘政治扩张步伐。⑤ 日本对西方维持现状大国充满了敌意，

试图获取更高的国际地位来提升帝国荣耀。 日本自视为防御性的战略行为导致的

非本意和不理性的后果构成了日美两国深度陷入的安全困境。 在日本看来，无论

是中国的朝贡体系、英国的海洋霸权秩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是俄国西伯利

亚铁路和东进运动带来的陆权秩序，如果屈从于其中任何一种权威都会违背其安

全诉求。⑥

第二，日本能够发动局部地缘扩张，但又缺少独立打破国际体系和秩序现状的能

力。 美国维护在东亚地区的扩展性安全利益，被日本越发解读为威胁自身在东亚的扩

张性帝国地位。 １９４０年法国沦陷和 １９４１ 年德国入侵苏联为日本入侵东南亚和大洋

洲创造了机会。⑦ 日本将很多不切实际的战略预期寄希望于德意两国的成功。⑧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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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 １０９页。
这次海军会议导致日本海军内部支持和反对军备限制势力的矛盾公开化。 多数日本海军军官认为《伦

敦海军条约》是一个强加给日本的比例，客观上削弱了日本的温和派和华盛顿体系。 但美国方面有相反的乐观认

知，认为这将会带来与日本温和派合作而形成的友好邦交。 这表明日美两国的窗口预期出现了误判。 参见麻田

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 １７８—１８０页。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王珊等译：《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２８—１６３页。
１９０４年日本发动对俄战争是因为日本把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活动视为对朝鲜半岛现状的挑战，是对日本

扩张性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
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虹译：《战后日本外交史：１９４５—２０１０》，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８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ｄ Ｌｅｂｏｗ，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３９７－４０１．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 １９１—１９８页。
段廷志：《日本结盟战略与实践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３５—３６页。



与英国有着类似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特征，①但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地缘大战略。 在战

略思想层面，日本学习美国的马汉式海权思想与实践，但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水体阻

遏力量和充沛资源可以赋予它更多的战略试错空间，而日本迷信于阿尔弗雷德·塞

耶·马汉（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ａｈａｎ）提倡的大舰巨炮和舰队决战，忽视了自身的资源禀赋

劣势。 来自苏联的地缘威胁、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经济大萧条推动日本从 ２０ 世纪

２０年代的战略保守主义转向对外推行军国主义，日本试图通过对中国东北的占领阻

断欧亚大陆通往日本的战略通道。 在战略计划层面，１９０７ 年、１９１８ 年和 １９２３ 年三个

版本的《帝国国防方针》逐渐将美国树立为头号假想敌并同时提出要制衡中俄。② 在

战略行动层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乏陆主海从的战略取向传统，多数日本

人无论是从种族、心理还是文化上都对欧亚大陆有一种归属感。 相比纽约和华盛顿，
莫斯科和柏林距日本更近。③ 这也让日本在优先对美还是对苏作战的战略选择中犹

豫不决。

第三，日本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从马汉的经济和贸易理论中推断出一种经济决定

论，即美国在强大海军支持下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将会导致日美之间的战争，这成了

日本海军界的一个信条。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出口需求，强化了日

本的贸易利益，使日本认为自由贸易比军事扩张更为有利可图。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大

萧条和贸易壁垒使贸易水平下降，日本修正主义的动机不再受到理性约束。 当大萧条

及相伴而生的保护主义使国际环境不再适于采取自由主义政策时，秉持风险规避、战

略克制的大正时代就让位于军国主义国家化。 日本吸收了很多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基

本理念，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日本向德国学习“大空间经济”的结果。⑤ 山本五十

六（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Ｉｓｏｒｏｋｕ）对日美实力差距有着清醒的认知：“任何见过底特律的汽车工

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的人都知道，日本缺乏与美国进行海军竞赛的国力。”⑥山本五十

六等人明知与美国的地缘竞争尤其是战争完全没有胜算，但仍然选择冒险。 其背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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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早期都经常面临强敌入侵的威胁；拥有大量军国主义人才；拥有大量技术梳理的航海人才和造船专

家；拥有的自然资源比较少；都需要谋求海洋资源。 日本在地理上是一个海权国家，对大陆领土的占有欲必须节

制，否则会透支有限的资源。 参见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著，蒋宗强译：《海权》，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８
页；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何黎萍译：《图解大国海权》，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２１４—２１５页。

爱德华·德瑞著，顾全译：《日本陆军兴亡史：１８５３—１９４５》，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９１—２１９页。
小代有希子著，张志清等译：《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广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版，第 ４５页。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第 ９页。
Ｓａｕｌ Ｂｅｔｎａｒｄ Ｃｏｈｅｎ，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ｆｉｅｌｄ， ２０１４， ｐｐ．３１７－３１８．
克莱格·尼尔森：《珍珠港：１９４１，现代美国命运的转折》，第 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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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特别是日本海军对舰队和飞机可能的油料短缺的担忧，当时日本 ８０％的

石油、９０％的汽油和 ７０％的铁矿砂需要从美国进口。① 这足以说明短期—脆弱性窗口

预期的影响程度有多深。

第四，日本认为长期的军事攻防对比趋势有利于美国，又对日本主动进攻的短期

优势抱有赌徒心态。 美国海军少将威廉·本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 Ｂｅｎｓｏｎ）指出：“除了美国，

日本在太平洋没有其他对手国，日本建造或获得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有意地对抗美国

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②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内务大臣末次信正（Ｓｕｅｔｓｕｇｕ Ｎｏｂｕ⁃

ｍａｓａ）说，珍珠港大屠杀源自华盛顿会议。③ 日美之间最终陷入海上安全困境的螺旋

模式，日本认为美国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海军威胁到了自身利益；反之，美国认为

日本有一支足够保卫自己并推行其国策的海军是对菲律宾和远东其他国家利益的威

胁。④ 随着军事航空技术的进步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稳固，日本海军越发不

满华盛顿会议的主力舰吨位比例限制，退出了《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着手打造强大的

舰队，建造“大和”战列舰。

３．被夸大的短期—机会窗口与长期—脆弱性窗口

过去的胜利助长了日本以战养战的乐观预期，同时强调如果日本进行战略收缩，

会让其他国家在未来对日本采取更为进攻性的姿态。 日本的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相对缓和所反映的并非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而是对较坚决策略之代价和风险的冷静

估计。⑤ 一系列历史教训让日本精英认识到国际政治实质上是一场零和性的军事竞

争，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取得收益，谋求合作则无法获益。 日本自身所经历

的美英炮舰外交、对中俄战争的获胜以及与 ２０ 年代币原外交的失败相联系的经济大

萧条等都影响了日本的窗口预期。 日本政府是在窗口要求迅速做出决定的压力下来

考虑决策的。 鹰派赞同预防性战争，认为日本存在短暂的巨大机会，如果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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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文等主编，张沱生等译：《２１ 世纪海洋大国：海上合作与冲突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１８０—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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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会由于脆弱性上升承担更大风险。

德国发动在欧洲的战争后，日本的主流决策认知是确信轴心国之间的军事联盟能

够阻止美国介入亚洲事务。 日本对美作战目标是通过速战速决实现政治和谈、结束战

争，这低估了美国的抵抗决心。① 日本难以通过高明的战术弥补战略失误以及与美国

巨大的实力差距：１９３８年 ６月，美国实施了航空物资出口的“道义禁运”；１９３９ 年，《美

日商务条约》被废除；１９４１年 ７月，日本夺取法属印度支那后，美、英、荷三国联合实施

了对日石油和铁矿禁运，在日本看来只有不惜与美国开战才有可能换来经济安全。 但

美国人口近乎日本人口的两倍，每年的国民收入是日本的 １７ 倍，钢产量是日本的 ５

倍，煤产量是日本的 ７倍，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 ８０倍，工业潜力是日本的 ７—１０倍。②

虽然 １９３０年英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经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安全，但“苏联优先”

的认知判断不在少数。 日本一直在为对苏作战准备，“诺门坎事件”和“张鼓峰事件”

都是日本挑衅苏联的依据，德日强化军事合作后，日本也是以“北进”为首要目标并希

望能够以渐进和平的方式对东南亚进行经济渗透。 日本认为针对美国的目标是威慑

而非战争，加强海军可以避免美国干涉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 只有在威慑失败、

美国政府抵制日本向南经济渗透的情况下才能诉诸战争手段。 但日本却因为战争范

围的扩大陷入了愈发长期的脆弱性窗口预期：侵华战争→资源消耗巨大→加深日本对

美脆弱性经济依赖与美国升级经济制裁门槛→日本形成悲观前景预期→对美国敌意

的合理化→日本对美作战的风险承担决心提升。③ 最终日本将原本对苏进攻和对美

威慑的战略进行了对调。

４．日美关系：从威慑模式到螺旋冲突升级

从 １９４０年年初到 １９４１年年中，最努力推动军事南进（目的是军事占领，而不仅仅

是投射海军力量、支持经济渗透）的不是海军，而是陆军。④ 向南扩张可以获取对苏开

战的原料，还可以截断对中国的援助通道。 珍珠港事件前夕，由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

石油禁运，南洋地区的石油资源对日本格外重要，加上日本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共同

在背后推动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的发生。⑤ 日本自身所经历的“黑船事件”、甲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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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日俄战争、海军军备控制、币原外交和经济大萧条等事件中的损失和收益认知塑造

了脆弱性窗口预期，让日本精英认识到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和战术可以获得收益或及时

止损（未来行动只会比现在承担更大透支风险），谋求合作则无法获益，这种悲观预期

也导致美国对日本形成了类似的预期认知，产生时间位差。

在沉没成本方面，日本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已经通过前期成本投入取得了规模巨大

的扩张性收益，不会轻易放弃。 日本走向过度扩张大战略的主要转折点出现在 １９３７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此时日本帝国战略的成本还未完全超过收益。 随着日本在军

事上陷入中国不能自拔，在经济上因重点发展重工业而对轻工业和出口导向部门造成

了损害，日本推行自给自足的帝国战略的成本才超过收益。 作为严重衰退国家，日本

担心美国的军备扩张使日美力量对比变得对自身越来越不利。 日本在 １９４１年发觉了

一个巨大的窗口：第一，暂时获得了对美国的军事优势。 第二，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带来

的外交良机。 第三，美国对日石油禁运。 第四，冬季进攻可避免苏联在北方发动进攻。

第五，美国迟早对日开战。 日本在可能衰落的主动冒险战争与必然走向衰落的趋势焦

虑中选择了前者。①

在夸大实力威慑效果方面，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窗口的出现使日本的行为发生了巨大

转变，日本从有限的地区性侵略政策转向全球性的针对美英的战争。 对历史的类比记

忆让过去的事件也构成了窗口预期的要素，如对马海战创造出“一种让日本领导人在

４０年时间里无法忘怀的神话，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战胜日本海军，即使英国和美国也

不行”的观念。② 日本误判了双方的窗口预期，在偷袭珍珠港时假设了美国不情愿在

亚太地区陷入长期消耗战的乐观窗口预期，甚至认为美国最终会主动与日本寻求

妥协。

在“托克维尔悖论”方面，日本对华盛顿体系建立后开始好转的安全现状不满，并

开始以降低自身安全系数的方式展现更多的进攻性战略，随着在东亚大陆扩张性收益

的激增和资源消耗，累积的沉没成本让日本不愿以战略克制作为与美国修好的条件。

日美作为两个崛起大国，相对英国而言实力都在上升，真正招致日本挑战美国的根源

是日本消极窗口预期不断扩大：日美之间始终存在不利于日本的权力转移趋势。 随着

美国对东亚地区远距离投送能力与日俱增，日本看到暂时获胜的机会窗口正在缩小，

但日本对美国的高度经济依赖和脆弱性窗口越来越大。 在发现无法通过和平渠道让

美国放弃对东亚主导权的介入后，日本选择了风险承担而非风险规避来处理日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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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第 １０２—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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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如果日本在 １９３７年不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或在 １９４１ 年不发动太平洋战争，抑或

半年后看到德国由盛转衰的话，日美战争很有可能避免。 那么日本也许可以提早几十

年实现它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中期才达成的超过英国制造业和工业产量的目标。

（二）德国（１８７１—１９１４年）

俾斯麦德国是一个满意现状的国家，通过有限的殖民扩张、放弃海洋帝国及构建

大陆联盟体系等因素巩固并扩大了德国的上升势头。 但在后俾斯麦时代，德国一方面

渴望成为世界强国和海洋强国，另一方面通过“风险舰队”理论表明对身为大陆国家

的心满意足。 不论德国是否有称霸意图，只要其实力稳定增长，就会不断满足野心，甚

至根本不需要“恶意预谋”就会成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可怕威胁”。① 这必然会

引起其他大国的制衡和围堵，体现了“修昔底德陷阱”对权力转移引发战争的冲突逻辑。

１．俾斯麦德国的积极窗口预期与风险规避

首先，德国在 １８７１—１８８３ 年殖民扩张以前以维持现状作为主导性战略动机，在

１８８４—１８９０ 年是以陆上安全为主的有限修正主义国家。 此时德国的战略认知是：

（１）不应在欧洲追求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应满足 １８７１ 年成果；（２）无论是武力还是和

平方式，都会加剧德国国内民族和宗教问题以及离心倾向。 即便己方认为对外强硬

举动只是防御性的，也会招致其他强国的制衡，若德国推行扩张会为法国复仇和寻

求盟友提供良机。

其次，德国在大国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关切是其对外政策的首要出发点，也是决定

其如何看待他国国内政治变迁的决定性因素。② 俾斯麦认可军事力量是衡量德国重

要性的真正标准，但不希望新的战争危及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成果。③ １８７５ 年的“战争

在望”危机，由于英俄两国的强硬干涉，俾斯麦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法国的计划。 俾

斯麦担心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为此他通过 １８７３ 年三皇同盟、１８７７ 年《基辛根备忘录》

对沙俄与奥匈的战略关切、１８７９ 年德奥军事同盟、１８８２ 年德奥意三国同盟及 １８８７ 年

德俄“再保险条约”等外交手段，阻止俄法接近、调控俄奥矛盾并拉拢奥匈帝国，加剧

英俄在世界各地的对抗。 为巩固欧洲大陆地位，俾斯麦在殖民地问题上比较谨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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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看来，对欧洲大陆主导权的追求和对德意志统一的敌视等因素都很可能驱使法国进攻德国。 共

和制的法国（得不到英奥俄等君主制大国的认可、国内资源汲取能力也不足）要比正统君主制的法国更有助于德

国实现孤立它的战略目标。
埃里克·埃克著，启蒙编译所译：《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第 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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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英国发生冲突。① 这一时期，德国有五个互相关联的地缘战略目标：（１）通过巩固

而非扩张保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半主导地位；（２）孤立法国；（３）保障奥匈帝国的未来

大国地位；（４）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５）避免德国被孤立。② 到 １８９０年俾斯麦下台

前，德国与除法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大国的矛盾小于这些大国相互间的矛盾，其他大国

间的矛盾也未曾出现对德不利的战争风险。
再次，俾斯麦意识到殖民地有助于德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③但没有让殖民地的

利益威胁到德国经营的欧洲大陆地缘辖区。④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法国人的对德复仇欲

望总体上趋于减弱，法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相互依赖的增强使得农业界、金融界和贸易

界都成了反战力量。 德国相对于法国趋于拉大的国力优势尤其是工业和军事优势

（后者的一大基础是德国不断增长的人口优势）、法国身边缺少强大盟友、英法矛盾的

上升（尤其是围绕埃及问题）、德国的怀柔政策以及对德温和派在法国政权中的优势

都让德国确信经济相互依赖短期内不会形成对战略安全的负面溢出效应。

最后，英德两国相互建构积极的窗口预期，孤立法国和拉拢俄奥让德国的军事安

全担忧得到缓解。 英德都是在欧洲大陆维持现状的大国，英国避免在战争危险并不严

重时结盟。 英国也有积极的窗口预期：普法战争削弱了法国实力，德国海军仍然弱小，
欧洲大陆大国主要聚焦陆上武器装备，美国关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 英国海军优势进

一步提升，舰队费用却不增反降。 英国这种廉价海上霸权贯穿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始

终。 法俄等国都在挑战英国赖以生存的欧洲大陆均势与海洋霸权体系，德国海权战略

的克制与大陆联盟体系的构建使其得以避免海军与陆军的军备竞赛，获得了安全盈余

的崛起红利。 法国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为了应对德国可能发动的进攻，而非主动去进攻

德国；法国军方未制订对德进攻计划，士兵服役期在 １８８９年从 ５年减为 ３ 年。 俾斯麦

并不担心法国会单枪匹马进攻德国。 德国声称与奥匈帝国的同盟是防御性的，避免承

担联盟牵连的风险。
２．德国选择风险承担与过度扩张

海军军备竞赛开始之后，威廉二世相信如果英国放慢海军建设，那一定是其经济

实力到了无法支撑扩军的地步。 施利芬计划的实质就是把采取进攻战略和两线作战

的必要性结合起来。 一旦法国和俄国签订军事协议，德国很可能不得不面临两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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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该计划不重视战争的政治后果，而是强调卢森堡、比利时与荷兰的中立地位必须

打破，没有考虑英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利益。 如果受到威胁的国家认为施加威胁的国家

具有高度的侵略性，那么军备竞赛和敌对行为的典型螺旋模式就会被启动。 从德国方

面看，英国支持法国就是伤害了德国的利益，即使增加军备不能使英国的态度缓和下

来，至少可以使德国做好准备，以便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第一，１８９１—１８９６年德国是以追求陆上安全为主的有限修正主义国家，而在

１８９７—１９１４年德国推行了陆海并举的全面修正主义政策。 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和

站在多数一方的均势制衡战略逻辑不仅没有得到继承，①而且对俾斯麦时代的战略误

解也助长了德国的错误知觉。 德国此前在俾斯麦时代已经尝到了采取强硬威慑态度

制止对手国却没有导致非本意和不理想后果的甜头，如 １８７７ 年和 １８８５—１８８７ 年两次

处理巴尔干危机分别挫败了俄国和法国的扩张举动。 这种有所曲解的历史类比塑造

了德国面对国际危机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而加剧了其他强国对德国的安全恐慌。

第二，德国的地缘政治诉求是大陆主义的海上战略扩张。 德国从来没有对英国的

战略地位构成过威胁，反而由于地理位置不利受到了英国战略上的强制。② 对英国主

动进攻的设想源于德国的陆权战略传统，但英国不需要攻占新的战略据点来获取制海

权和保护本国的海上商道，所以从一开始便呈现出对战略防御的偏好并且不会因为英

德海军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 故“较强一方必须采取战略性进攻”这一原则并不总

是适用于海战，德国高估了英国必须主动进攻的脆弱性窗口预期。

第三，对脆弱性经济依赖的担忧催生了德国的帝国主义战略思维与经济政策，倾

向于接受战争风险。 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Ｌｉｓｔ）为代表的德意志帝国主

义的理论学说为德国形成经济领域的脆弱性窗口提供了思想来源，提出铁路对军事力

量对比有巨大影响。 他的思想经过转化和演进（尽管不少是歪曲），体现为俾斯麦的

大陆联盟体系、“３Ｂ铁路”计划、殖民扩张、英德海军竞赛、泛日耳曼主义、纳粹主义、

生存空间和对苏联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等。③ 德国工业界、贸易界和金融界的经济

活动都有很强的跨国性质，体现了对海外经济利益的更多需求。 美国、俄国等国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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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让德国担心经济竞争压力，德国的海外贸易容易遭到海上封锁；当时除了英国

之外的其他大国都在国际上更偏好重商主义，甚至英国也奉行了某种帝国保护主义；

其他大国未必会和平地坐等德国获得经济霸权，甚至已经采取了反制措施。① 自 １９０６

年以来，德国政府担心如果粮食进口中断，该如何保证民众免于饥饿。②

第四，对进攻有利的窗口误判。 尽管德国军事家承认新型武器在战术层面上的防

御主导效果，但德国仍然形成了短期的进攻机会窗口预期，认为通过战术和战略创新

能形成进攻占优的局面。 战术层面上的防御占优会增加战争的难度和参战国的成本，

但绝不会使发动战争在军事上变得不可能。③ 德国参谋本部在 １９１２ 年以后的集体战

略迷思是战争来得越早越好。④ １９１４年德国在陆军的机动速度上有质的优势，一定程

度上抵消了对手国所拥有的军队数量优势。 挑衅与过火反应的周期不断升级，导致这

一安全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这种不平衡。 “施利芬计划”要求的是陆军的绝对进

攻，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Ａｌｆｒｅｄ ｖｏｎ Ｔｉｒｐｉｔｚ）的“风险舰队”理论却假设德国陆

上安全形势较好且只需要与英国开展海军竞争。 在该时期，海洋开始变成一个新的战

略领域，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对战略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⑤

３．虚幻的短期—机会窗口和长期—脆弱性窗口

英国把德国海军的扩建视为对海上霸权地位和欧洲大陆均势的威胁，英国做出的

反应是加快自身海军建设的速度，这导致两国海军军备竞赛持续升级。 自 １８８９ 年以

来，英国的海军建设一直明确以“两强标准”为统领，即英国的海军必须比另外两个海

上强国的舰队加在一起更强大。 提尔皮茨的战略计划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德国海军

将扩大到相当规模以致英国海军将长久面对与德国海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后者可以重

创英国海军舰队。 即使英国在海战中打赢了，剩下的海上力量也将非常薄弱，不足以

对付其他主要海上强国的海军。⑥ 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理论缺乏战略性进攻以及

追求海洋权力和给对手国制造风险的决心。

当国家缺乏战略意图和追求海洋权力的决心时，德国的舰队对英国就不构成威

胁。 英德两国分别在 １９０６ 年、１９０８ 年、１９０９—１９１０ 年、１９１１ 年以及 １９１２ 年为达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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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共识而谈判，试图确立一份关于限制海军建设的协议。 海军扩建本身不是英德冲突

的关键，而是德国坚持通过海军军备控制谈判获得有形回报，即德国与一个大陆强国

开战时，英国必须坚守中立承诺。 英国在海军竞赛中本就处于优势，不愿为已经获

得的权力地位而向德国做出限定性承诺。 即使没有威廉二世掌权，德国也极有可能

奉行一种颇具野心的海军建设政策。 德国在 １８９７ 年占领中国胶州湾，打造德国在

中国长江流域从事商业活动的基础，英国开始感受到德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威胁。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海军至少两次推迟了发动战争的时间。 德国决策层认识

到，与法俄作战的同时必须至少能够防止英国支援欧洲大陆。② 由于俄国的巨大潜在

力量正在迅速转为真正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德国要想保证自己的长期安全就应尽快行

动。 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德国战略决策层形成了短期窗口预期，认为要获得霸权就必须

尽早打一场预防性战争。 英国要求德国停止造舰并试图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但最终

理查德·哈尔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ｌｄａｎｅ）访德失败。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不愿签

订保持中立的协定，因为这会限制它协助法国的自由；二是德国不愿对补充海军法案

做出任何重大的可以使英国满意的削减。 哈尔丹访德就像 １９１０年德俄在波茨坦的谈

判一样，消除了某些摩擦的根源，但是既没有达成某种成文协定，也没有改善德国的政

治孤立。③

德国的虚幻窗口预期带来的风险承担行动既在时间上加速了其他列强对德国的

威胁认知，也在空间上让英国只能从全球实行战略收缩拱卫北海安全，导致法俄放弃

了海外殖民冲突将欧洲大陆作为地缘对抗中心。 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双重压缩形

成了互动双方窗口预期的位差效应。④ １９１２年 ４月，英法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海军协

议，英国海军将负责英吉利海峡的安全，法国舰队将集中地中海。⑤ 在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年

的巴尔干危机期间，德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让英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因为英法俄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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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联盟。 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Ｔｈｅｏｂａｌｄ ｖｏｎ

Ｂｅｔｈｍａｎｎ Ｈｏｌｌｗｅｇ）认为英德友好关系是可能的，避免重大危机是值得的。①

４．德国威慑失败与螺旋冲突升级

自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德国的先入之见是：英法、英俄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永

远不会缓解，英国迟早将被迫按照德国提出的条件与德国结盟。 德国外交部并没有

因为 １８９８ 年和 １９０１ 年两度与英国商谈结盟未果而太过失望。 １９０４ 年《英法协约》

没有动摇德国人的信念，德国外交部仍然认为英法分歧难以克服。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威廉

二世在丹吉尔登岸时宣称在访问独立的主权国家，批评法国威胁到德国在摩洛哥的

商贸活动，但这种挑战没有达成对英法关系的楔子战略效果，反而开启了 １９０６ 年英

法军队参谋人员的非正式谈判，英法开始制订共同的针对德国的军事行动计划。②

１９０５年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Ｅｄｗａｒｄ Ｇｒｅｙ）爵士明确表示，政府的更迭

丝毫不意味着外交政策的变化。 他授权帝国防务委员会从 １９０６ 年元旦开始与法国

举行全面会谈。③

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法国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姿态，坚决反德的法国外交部部

长被解职。 此后，德国对法国施加的压力反而加大。 哈尔丹赴德国谈判期间，德国提

出了有利于英国的建议，即英德主力舰数量比例为 ３ ∶ ２，但被英国拒绝。 提尔皮茨从

一开始就把德国海军谋划成向英国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德国试图建设一支足够强

大的海军舰队作为威慑力量，以便使德国能够影响英国。 到了 １９１４年，尽管这一尝试

已经失败，但这场赌博却在英德之间产生了左右舆论的效果，营造了战争的可能性大

大增加的气氛。④ 陆地与海洋战略的窗口期判断有很大差别，德国陆军从 １９０５ 年开

始就具备进攻顶点优势，在 １９１４年相对优势下滑，但由于海军准备不足，提尔皮茨一

直在拖延预防性战争的进程。 在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德皇威廉运河”能够允许通过无畏舰

通行时，提尔皮茨不再反对德国发动战争。⑤ １９１３ 年年底，俄国政府通过了一个军事

计划，要建立一个大为扩充的战略铁路网，以便爆发战争能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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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 该计划预计在 １９１７年全部到位。 德国应对两线作战的计划依赖于俄军缓慢的

动员速度，而铁路设施的完善无疑将提高俄军的动员速度。 法俄陆军扩军与英国海军

扩军一样是与德国大规模扩军同时发生的，也是对德国大规模扩军做出的回应。 到

１９１４年 １０月，德国陆军数量将扩大到 ８１万，但法俄两国的常备军数量仍大约将是德

奥两国常备军数量的两倍。①

德国曾许诺，如果德法爆发战争，英国同意保持中立，那么德国就会停止海军军备

竞赛，但英国拒绝了这一建议，德国认为这表明英国政策的反德本质。 英国从战略进

取到战略收缩：俄国在远东、中亚和中东，法国在亚洲、中东和北非，德国在远东、中东、

非洲和西欧，日本在远东，美国在太平洋都对英国构成地缘政治挑战。 但对英国而言，

其他方面都是有限和长远的威胁，最突出的问题是德国海军扩张的挑战，德国建造舰

队的决定所包含的危险是直接而猛烈的。 德国对外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国内政治的

不稳定对德国军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它在战略传统上侧重赢得速胜的有限战争，以此

作为谈判的筹码。 但威廉二世时期的海军和陆军部门都旨在应对总体战和持久战，没

有为战后外交妥协留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在沉没成本方面，军备计划一旦启动就很难停止，经济和技术过程的逆转会产生

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海军竞赛自身难以停止的势头也在英德两国国内创造出既得

利益集团。 日俄战争的深刻教训是大国交战很可能引发国内革命。 德国决策层清楚

战争后果，这更凸显了风险接受的决心程度是如何让其陷入战略冒险的。② 德国舆论

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期盼其到来；另一派着力寻求某种避免战争的出

路。③ 但最终深信战争难以避免的观点占据上风。

在夸大实力威慑效果方面，德国认为假如德国有海军，即使比英国弱小，英国也会

在外交上让步，而不愿冒海上冲突的风险。 德国的“风险舰队”理论本身就渗透着冒

险倾向。 德国认为，只要海军发展通过了“危险区”，就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冒险海

军”。 德国认为自身可以承担财政负担，而英国无力承担。 因此德国决定加速造舰计

划。 从英国来看，只是想通过建立势力均衡以维持和平，防止德国侵略，而不是想对德

国当时在欧洲和世界的商业利益进行故意损害。 但俄国 １９０７年的协定只是想消除与

英国的殖民利益摩擦，如果英国采取反德政策，俄国未必站在英国一边。 早在 １８９８ 年

英国就向沙皇倡议订立协约，但遭到俄国拒绝。 此后，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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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获得可以尝试与德国缔结同盟的授权。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第二次摩

洛哥危机之前，德法关系通过 １９０９年《摩洛哥协定》有了缓和。 １９０８ 年德国国会通过

了一部海军法案，规定自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 年每年建造主力舰四艘，１９１２—１９１７ 年每年建

造主力舰两艘。 德国预期战争风险所带来的威慑效应没有成功，只是强化了三国协约

的形成。 德国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挑战和威胁是英法联盟和英俄协约确立的一大诱因。

在“托克维尔悖论”方面，德国对俾斯麦的地缘政治遗产不满，力图获取更大的战

略安全与海外利益，但加速赶超的结果是削弱了原有的安全盈余。 威廉二世对德国实

际的地缘战略行动影响有限，他相信并希望英国出于尊重而承认德国海军力量的崛

起，最终英国可以加入三国同盟。 １９０４ 年夏，德国的外交处境相比俾斯麦离职时已经

大大恶化。 英国与法俄存在地缘政治矛盾，让德国始终以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窗

口，忽略了三国修好认致德国受到两线夹击的脆弱性窗口。 １９０５ 年英国对法国更为

坚定的军事支援承诺正是德国向法国施压造成的不良后果。

（三）日本与德国案例的历史启示

首先，在近代日本对外战争中，日美实力差距最大，两国缺少历史仇恨与领土争

端，对美战争最能体现日本的风险承担决心。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透支使其地

缘政治空间被大大压缩，从此彻底失去了在亚太地区再次崛起为地区性大国的基本地

缘政治条件。①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获得了安全盈余，本可以规避军备竞赛、联盟对

抗和预防性战争等透支风险。 尽管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发动对东亚大陆的军事

扩张、与纳粹德国结成进攻性同盟、陷入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但并不缺乏及时止损的

机会窗口，如放弃侵华战争扩大化、与德国联合进攻苏联和避免对美战争等。 如果日

本没有偷袭珍珠港，那么它的战略透支风险仍然相对可控。 １９４１ 年日本面临的经济

脆弱性和军事进攻窗口虽然较大，但难以通过使用武力逼迫对手国让步和确保战略收

益，最终陷入了战略资源透支（即在东亚大陆与太平洋两个方向过度扩张）、战略机遇

期透支（即美国对日制裁和作战加速及错过与德国夹击苏联的时机）与战略信誉透支

（即日美双方增加了战略互疑）。

其次，位居体系中心地带的德国在俾斯麦时期采取巧妙的战略可以实现有利于崛

起的风险规避，奉行了必要的风险承担应以不损害安全现状为底线的原则。 德国在欧

洲大陆的首要利益是均势稳定，但“世界政策”和海洋帝国在本质上是一种针锋相对

的地缘竞争路线，即试图同时打破英国海上霸权与欧洲大陆均势的传统二元地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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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对外政策的常态在于不愿将激烈的言辞转变为行动。① 威

廉二世执政早期，德国的战略偏好是有限战略透支的风险承担，德国不排斥风险在可

接受的范围内以战争手段追求经济利益。 在不波及欧洲本土、没有其他大国卷入、规

模有限而且无须投入动用陆军时，德国不太担心战略透支风险。 即使在萨拉热窝事件

前夕，也很难想象法俄两国会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 德国最终形成战略资源透支

（包括英德海军竞赛、德国—法俄陆军竞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耗战）、战略机遇期

透支（即强化了法俄联盟的对德性质与英国放弃光荣孤立）、战略信誉透支（即在两次

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两次巴尔干危机后，德国的意图和行动越发被解读为修正

主义）的代价。 英国高估了法俄两国海军的危险，英国海军的扩建又被德国视为威

胁，英德冲突升级又加剧了德国的军事化进程，后者又强化了法俄两国对德国的威胁

认知。②

最后，崛起国的战略决策会同时受到来自前景评估和历史类比的窗口预期影响。

战略模糊增加了可信度的相对重要性，依靠表明可信度来使他国确信它们是认真的，
随之就会发生为维护名誉而进行的战争。 在那些具有或认为具有更大的进攻性机会

和防御性弱点的国家（特别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常常选择风

险承担行为，而在那些拥有安全边界和很少进攻性机会的国家（如地缘环境优越的英

美国家）则较少选择类似行为。 但也存在反常逻辑，享有安全盈余的国家（如近代日

本）也可能由于短期—机会窗口预期透支有限的国力，明知失败的严重后果，也要发

起冒险战略。 从解释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看，周期模式优于兴衰模式。 周期模式着眼

于国家如何克服危机，风险承担与风险规避带来的挑战都可以进行战略纠错，崛起阶

段可以延长，复兴阶段也能再生。

五　 结论

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地位、经济相互依赖和军事攻防平衡对崛起国的窗口预期类

型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消极窗口预期形成后会产生沉没成本、夸大实力威慑效果和

“托克维尔悖论”的作用机制，导致螺旋模式的冲突升级；反之则形成威慑模式的冲突

管控，崛起国倾向于风险规避。 真正高明的崛起战略是保持手段选项的多重性，不轻

易逼迫己方和对手国做出非战即亡的二元选择。 对国家如何应对战略透支风险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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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为出现透支风险的早期阶段如何及时止损提供参考。 崛起国应使战略目标向

战略能力偏移，而非战略能力向战略目标偏移。 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的精髓都在于战

略克制，国家在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并不得不做出相

应的战略收缩。① 权力增量不应影响权力存量。 国家权力的绝对量与相对比较量增

长，并不表明该国权力的投射能力和影响力增加。 如果面临的外部制衡压力在同步甚

至更快增长，就会降低权力盈余、诱发战略透支风险。 一国在军备竞赛过程中可能决

定迎头赶上，但并不一定认为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追赶。 一个国家对他国给自身造成

的威胁的意识程度要比对自身给他国造成的威胁的意识程度更大。

本文未能解答的问题是维持现状行为与修正主义行为、维持现状国家与修正主义

国家的区分能否对窗口预期的战略影响进行更精确的判断。 因为国家很少能清楚无

误地表达自己的战略决心，所以修正主义国家很容易认为维持现状国家最终会让步。

如果一国把对手国误认为维持现状国家并据此做出让步，同时对手国又没有意识到该

国的政策基于错误的认识，这种让步就很可能产生误解。 即使对手国的目标不是占据

统治地位，但如果在高度冲突条件下做出让步，对手国就会认为可以利用该国改善关

系的意愿提出新要求。 此外，还可以对窗口预期在形成与作用过程的战略互动进行地

缘政治视野下的考察：大陆强国在崛起进程中缘何推进海上战略扩张以及不同的扩张

类型会带来多大程度的战略透支风险？ 主导性海洋强国在面对权力转移和新兴大国

挑战时，会采取哪些地缘战略来延缓霸权衰落进程，对霸权地位的窗口预期会产生怎

样的战略效果？ 这些都可以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截稿：２０２１年 ６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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